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印发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3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现将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三个案例印发你们，供参考。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5月27日

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9号 

【关键词】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要  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相关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被告人李泽强，男，河北省人，1975年出生，原系北京欣和物流仓储中心电工。 
2010年8月4日22时许，被告人李泽强为发泄心中不满，在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13号工地施工现场，用手机编写短信“今晚要炸北京首都机场”，并向数十个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发送。天津市的彭某收到短信后于2010年8月5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于当日接警后立即通知首都国际机场运行监控中心。首都国际机场运行监控中心随即启动紧急预案，对东、西航站楼和机坪进行排查，并加强对行李物品的检查和监控工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首都国际机场的正常工作秩序。
【诉讼过程】2010年8月7日，李泽强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9月7日被逮捕，11月9日侦查终结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0年12月3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泽强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0年12月14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泽强法制观念淡薄，为泄私愤，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并故意向他人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已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被告人李泽强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泽强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李泽强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10号 
【关键词】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要  旨】关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相关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被告人卫学臣，男，辽宁省人，1987年出生，原系大连金色假期旅行社导游。 
2010年6月13日14时46分，被告人卫学臣带领四川来大连的旅游团用完午餐后，对四川导游李忠键说自己可以让飞机停留半小时，遂用手机拨打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问询处电话，询问3U8814航班起飞时间后，告诉接电话的机场工作人员说“飞机上有两名恐怖分子，注意安全”。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接到电话后，立即启动防恐预案，将飞机安排到隔离机位，组织公安、安检对飞机客、货舱清仓，对每位出港旅客资料核对确认排查，查看安检现场录像，确认没有可疑问题后，当日19时33分，3U8814航班飞机起飞，晚点33分钟。
【诉讼过程】2010年6月13日，卫学臣因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大连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刑事拘留，6月25日被逮捕，8月12日侦查终结移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0年9月20日，甘井子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卫学臣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0年10月11日，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卫学臣故意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被告人卫学臣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卫学臣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卫学臣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11号 

【关键词】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择一重罪处断

【要  旨】对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有关部门实施人员疏散，引起公众极度恐慌的，或者致使相关单位无法正常营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
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择一重罪处断。
【相关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被告人袁才彦，男，湖北省人，1956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袁才彦因经济拮据，意图通过编造爆炸威胁的虚假恐怖信息勒索钱财。2004年9月29日，被告人袁才彦冒用名为“张锐”的假身份证，在河南省工商银行信阳分行红星路支行体彩广场分理处申请办理了牡丹灵通卡账户。
2005年1月24日14时许，被告人袁才彦拨打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的电话，编造已经放置炸弹的虚假恐怖信息，以不给钱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自杀相威胁，要求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在1小时内向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内汇款人民币5万元。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进行人员疏散。接警后，公安机关启动防爆预案，出动警力300余名对商场进行安全排查。被告人袁才彦的行为造成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暂停营业3个半小时。
1月25日10时许，被告人袁才彦拨打福州市新华都百货商场的电话，称已在商场内放置炸弹，要求福州市新华都百货商场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5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接警后，公安机关出动大批警力进行人员疏散、搜爆检查，并对现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交通管制。
1月27日11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上海市铁路局春运办公室的电话，称已在火车上放置炸弹，并以引爆炸弹相威胁要求春运办公室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10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接警后，上海铁路公安局抽调大批警力对旅客、列车和火车站进行安全检查。 
1月27日14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广州市天河城百货有限公司的电话，要求广州市天河城百货有限公司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自杀。
1月27日16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深圳市天虹商场的电话，要求深圳市天虹商场在1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
1月27日16时32分，被告人袁才彦拨打南宁市百货商场的电话，要求南宁市百货商场在1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门口引爆炸弹。接警后，公安机关出动警力300余名在商场进行搜爆和安全检查。
【诉讼过程】2005年1月28日，袁才彦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刑事拘留。2005年2月案件移交袁才彦的主要犯罪地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管辖，3月4日袁才彦被逮捕，4月5日侦查终结移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5年4月14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指定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管辖，4月1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袁才彦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5年6月24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袁才彦为勒索钱财故意编造爆炸威胁等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且造成严重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袁才彦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袁才彦提出上诉。2005年8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严打击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
信息威胁民航安全的犯罪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答记者问 

徐日丹 

来源：2013年5月29日《检察日报》第3版
2013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印发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本报记者就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有关情况对高检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进行了专访。

问：请介绍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背景情况。
答：第三批指导性案例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专题案例。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的罪名。近年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特别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不仅严重影响民航正常运营秩序和广大乘客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而且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司法机关在办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案件时常常遭遇“认定难”，比如此类犯罪中“编造行为”和“故意传播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以及本罪与他罪的关系等问题认识不够统一，从而影响了对犯罪的依法及时打击。为了对检察机关办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加强指导，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检院有关部门对近年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选编了三个典型案例，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交通运输部、民航局和有关专家意见，经高检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两次讨论并经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确定了第三批指导性案例。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有助于明确相关法律适用，指导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和起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特别是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惩治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的犯罪行为。
问：请介绍一下印发的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主要内容。

答：第三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了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三个案例。其中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的指导意义在于说明“编造行为”和“故意传播行为”的认定问题。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民航、商场等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需要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从重量刑的情节。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的指导意义在于为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提供指导和参考。该案例的要旨强调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依法定罪处罚。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的指导意义有两点：一是“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问题。根据刑法第291条之一的规定，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同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实践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对生产、工作和生活等秩序的影响程度，以及该行为导致相关事件发生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袁才彦的行为造成多个部门实施人员疏散，并致使多个相关单位无法正常营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公众恐慌，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在五年以上量刑。二是本罪与他罪的关系问题。对于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择一重罪处断。
问：请介绍一下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意义和作用。 

答：一是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加大打击力度。第三批指导性案例明确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编造行为”和“故意传播行为”的关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判断标准以及本罪和他罪的关系等问题，这三个案例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社会效果良好，可以为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此类案件提供指导和参考，促进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加大对犯罪行为人的惩处力度。二是有利于震慑犯罪分子，进一步遏制“诈弹”威胁民航安全犯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是一种低成本的犯罪行为，加上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实践中对一些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远小于该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引发的公众恐慌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危害。由于犯罪成本低、处罚力度小，不足以威慑潜在的犯罪者，导致这类犯罪屡禁不止。今年5月，广东、江苏等地又连续发生编造炸弹信息威胁航空安全的案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因此，有必要及时发布典型案例，依法从严打击和遏制此类犯罪。三是有利于让社会公众深刻认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危害十分严重，以航班“诈弹”事件为例，公安机关、航空公司和机场为保障航班安全进行的应急处置，会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机场因为飞机返航、备降、二次安检，也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时还会引起次生危害。此外还会影响旅客的正常出行，引发旅客乘坐飞机的心理恐慌。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可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严重危害性的认识，增强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责任意识。

高检院公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剑指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并敲诈勒索从一重罪处断

徐日丹

来源：2013年5月29日《检察日报》第2版

“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的，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择一重罪处断。”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案件的相关法律适用。 
对“诈弹”行为依法从严打击

    5月15日和17日，国内连续发生机场航班“诈弹”事件，影响16架次航班。截至目前，此批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飞行安全案件已全部告破，部分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近年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呈明显上升态势。特别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对此，有观点认为，所谓“炸弹”毕竟是假的，没有造成明显的严重后果，没必要处以重罪。 

    “事实上，一旦出现警情，民航、公安、消防队、急救中心等相关部门会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如返航、迫降、仔细排查等，不仅会造成大量的人力、财力浪费，也会引起乘客或事发地群众恐慌，事件造成的损失很难以具体数字来衡量。”办理过多起“诈弹”案件的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张勇旦认为，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飞行安全的行为，应当严格按照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绝不能简单地以治安管理处罚了事。 

    据介绍，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与辖区公安部门建立了信息通报制度，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件，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快捕快诉，要求三天之内完成审查逮捕工作，十日之内完成审查起诉工作。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严重扰乱民航飞行和广大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给广大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有必要及时发布典型案例，依法从严打击和遏制此类犯罪。”高检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指出。 

    发布指导性案例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加大打击力度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的罪名。根据刑法第291条之一的规定，编造爆炸威胁、生物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5月27日，高检院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剑指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犯罪案件，强调对此类犯罪的行为人在刑事上加大惩处力度，进一步遏制航班“诈弹”行为。此批案例分别是：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张勇旦介绍说，2011年以来，浦东新区检察院每年都会办理类似案件，犯罪嫌疑人多以寻求刺激为目的。根据犯罪情节，犯罪嫌疑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到一年不等。 

    结合自己的办案经历，张勇旦说，由于目前并无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机关在办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案件时执法标准不统一，检察机关也常常遭遇“认定难”，如此类犯罪中“编造行为”和“故意传播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认定不清以及处理本罪与他罪的关系问题不够明确等，从而影响了打击犯罪的力度。 

    “此批指导案例发布有利于促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有力震慑犯罪。”张勇旦表示。 

按散布对象是否特定来准确定罪处罚

    2010年8月，李泽强编写短信扬言要炸机场，向数十个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发送，严重影响了机场正常运营秩序。最终，李泽强因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发布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例，旨在明确区分‘编造行为’和‘故意传播行为’认定问题。”张勇旦认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包括了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和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两个罪名，编造和传播是两种行为，在定罪方面必须严格区分对待。 

按照高检院第三批指导性案例，今后各级检察机关将统一定罪标准：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引起恐慌可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据介绍，发布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例，旨在为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提供指导。该案例进一步明确，关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

    张勇旦告诉记者，何种行为算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办案中，如果虚假恐怖信息引起了公众恐慌或机场、公安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等情形，检察机关通常都会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高检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表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最终，卫学臣一审被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实施敲诈勒索要从一重罪处断

    2005年1月24日至27日，袁才彦通过编造爆炸威胁的方法向多家商场及单位敲诈勒索。最终，袁才彦被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据了解，发布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例，旨在为明确处理本罪与他罪关系问题以及“造成严重后果”认定问题提供指导。 

    浦东新区检察院也办理过以安装炸弹为威胁敲诈勒索超市的案件。张勇旦介绍说，对于此类犯罪，应当从重处罚。指导案例进一步明确了，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择一重罪处断。 

高检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指出，实践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对生产、工作和生活等秩序的影响程度，以及该行为导致相关事件发生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中，袁才彦的行为造成有关部门实施人员疏散，并致使相关单位无法正常营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

 （本报北京5月28日电）
高检院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

从严打击“诈弹”威胁民航安全犯罪

徐日丹

来源：2013年5月29日《检察日报》第1版

    本报北京5月28日电（记者徐日丹）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公布了第三批指导性案例，对检察机关办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加强指导，特别强调依法从严打击“诈弹”威胁民航安全犯罪。

    高检院实行的案例指导制度，是贯彻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检察案例指导制度旨在通过选编检察机关办理的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用法律和规范裁量权等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为各级检察院办理相关案件提供指导和参考。

    据悉，高检院此次采取专题的方式，颁布了3个指导性案例，分别是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明确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有关定罪量刑等适用法律问题，突出了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犯罪的主旨，切实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准确惩治犯罪提供有效的案例指导

陈兴良

来源：2013年5月29日《检察日报》第1版、第3版
    近一个时期，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的刑事案件频发，严重地扰乱了民航正常运行秩序，激起了社会公愤。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第三批指导性案例，这批指导性案例共有三个，都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案件。这批指导性案例的及时颁布，为惩治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提供了有效的案例指导。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第八条新增设的罪名。该罪名的设立，为惩治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提供了法律根据。从各地情况来看，在该罪名设立以后，各地检察机关依法起诉、法院依法判处了一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尤其是编造航空恐怖信息，扰乱民航正常运行秩序的犯罪案件，震慑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犯罪分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当然，由于刑法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规定较为抽象、概括，司法解释又未对刑法规定作出细则化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司法机关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存在定罪与量刑的标准与尺度不够统一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有效惩治。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批指导性案例，以专题的形式集中颁布了三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指导性案例，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提供了指导规则，这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查处与认定具有重要意义。 

    检例第9号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所涉及的主要是罪名认定问题。本案的要旨指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根据这一要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实际上包括了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和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这两个罪名。显然，编造与传播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据此，可以将两罪加以区分。但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以后必然进行传播，如果编造以后向特定对象传播，则这一传播行为只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只能认定为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如果编造以后向不特定对象传播，则这一传播行为另外又构成了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按照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这一选择性罪名认定，并不构成数罪。还有些犯罪分子并没有编造虚假恐怖信息，而是明知是他人编造的虚假恐怖信息而予以传播，对此应当认定为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此外，该指导性案例的要旨还基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同种数罪不并罚的司法惯例，明确规定行为人实施了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这一要旨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量刑具有指导意义。在检例第9号中，被告人李泽强编造了虚假恐怖信息以后，又向不特定的人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对于本案，检察机关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被告人李泽强起诉、法院以同一罪名对被告人李泽强定罪量刑，是完全正确的。 

    检例第10号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主要涉及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标准问题。根据刑法第291条之一的规定，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指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由此可见，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是该罪的罪量要素。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但尚未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程度的，就不构成犯罪，只能作为一般的违法行为处理。因此，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检例第10号的要旨指出：“关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这一指导性案例的要旨，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提供了一般性原则，即应当从影响程度、恐慌程度和处置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同时，该要旨还鉴于目前编造、故意传播威胁民航安全的虚假恐怖信息案件时有发生的情况，专门对编造、故意传播威胁民航安全的虚假恐怖信息行为构成犯罪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认定标准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指导规则。根据这一要旨，编造、故意传播威胁民航安全的虚假恐怖信息只要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就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在检例第10号中，被告人卫学臣在编造了虚假恐怖信息以后，打电话告诉机场，机场立即启动防恐预案，并造成航班晚点，属于指导性案例要旨中的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情形。因此，检察机关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对被告人卫学臣起诉、法院以同一罪名对被告人卫学臣定罪量刑，也是完全正确的。 

    检例第11号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问题；二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与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的竞合问题。关于上述第一个问题，根据刑法第291条之一的规定，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分为两个罪刑单位：基本构成犯罪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加重构成犯罪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造成严重后果”是本罪的加重构成的要素，因此，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分子的刑罚适用。检例11号要旨指出：“对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有关部门实施人员疏散，引起公众极度恐慌的，或者致使相关单位无法正常营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这一指导性案例要旨，从是否采取了疏散措施，是否达到极度恐慌程度，是否致使单位无法正常经营，是否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方面，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标准。关于上述第二个问题，检例11号要旨指出：“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择一重罪处断。”在本案中，被告人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并以此对有关单位进行敲诈勒索。这种情形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即一行为触犯两个罪名。对此，在刑法理论上认为应当实行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在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中，被告人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以后，以此向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等六个单位敲诈勒索财物共计26万元，其行为分别触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和敲诈勒索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的规定，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分为两个量刑档次：第一个量刑档次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个量刑档次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从本案的情节来看，被告人袁才彦在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以后向六个单位散布，造成有关单位实施人员疏散，引起极度恐慌，应当在第二个量刑档次裁量适用刑罚，即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罪分为三个量刑档次：第一个量刑档次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个量刑档次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个量刑档次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最低是三十万元。根据该解释第2条和第4条的规定，以将要实施爆炸相威胁敲诈勒索的，数额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百分之八十即24万元的，也可以适用敲诈勒索罪的第三档法定刑。虽然被告人袁才彦以将要实施爆炸相威胁敲诈勒索的总数额是26万元，但其未获得任何财物，属于犯罪未遂，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袁才彦的犯罪事实、情节、手段和造成的危害后果，对其敲诈勒索行为应当在第二档法定刑内裁量刑罚。因此，对于本案来说，对被告人袁才彦应当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论处。袁才彦案件发生和判决是在2005年。根据当时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罪只有两个量刑档次：第一个量刑档次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个量刑档次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当时敲诈勒索罪的最高法定刑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对被告人袁才彦也应当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论处。 

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其对于司法机关的检察与审判活动的指导意义值得期待。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通过颁布指导性案例指导各级检察机关的业务活动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脚步。从前两批指导性案例来看，既有政策指导型的案例，又有法律细则型的案例，还有业务示范型的案例，这些案例对于提升检察机关的业务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第三批指导性案例，采取了专题的形式，针对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集中颁布了三个指导性案例，尤其是这三个指导性案例分别提供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定罪与量刑的多个指导规则，在指导性案例的规则创新上有所作为，这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期望，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导性案例能够为刑事检察工作提供更多的指导规则，从而实现案例指导制度的规则提供功能，以满足检察机关在检察业务活动中对于具体规则的需求。
（深圳律协刑事法律业务委员会辑录提供）

PAGE  
19

